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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达尔文主义演化模型和拉马克主义适应观，提出组织创新演化的适应性变异—选择—保留过程，分析环境、组织和个体三层次要素对创新演化过程的影响，并应用322家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除了高层管理者年龄，其他要素对创新演化过程的三个阶段影响显著，但是影响的强度和方向存在差异。研究结果为企业在创新实践中有针对性地采取组织创新管理策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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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Darwinian evolution model and Lamarckism adaptation view, put forward the adaptive mutation-selection-retention process of the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evolution, analyze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al and individual factors on the innovation evolution process, and use survey data of 322 high-e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In addition to the age of the top management, the effects of other factors on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innovation evolution process are significant, but the intensities and directions of these effects are different. They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enterprises to adopt relevant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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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竞争、技术快速发展和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企业通过引入创新提升绩效和竞争优势，维持生存与持续发展。大部分创新研究，尤其是由经济学家和技术管理研究者主持的，通常只考虑技术创新对企业绩效和成长的重要作用。事实上，组织创新对企业减小绩效差距、提高内部效率、获得外部名誉和合法性等方面都会产生积极影响。Damanpour和Evan提出组织创新不但更易于引发随后的技术创新，并且对组织长期绩效的影响程度高于技术创新[1]。
对组织创新的界定可以追溯到Schumpeter提出的第五种创新类型—新组织形式。组织管理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企业创新研究中，通常将其界定为与技术创新相对的创新活动。随着企业越来越重视组织创新，它涉及的管理领域不断扩大[2]。本研究将组织创新界定为与技术创新相对应的，为了实现企业目标，在战略、结构、管理流程或制度中产生或采纳对于企业来说是新的想法和行为。
创新演化是一个过程，要素对演化过程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3]。以往关于创新演化的研究主要运用达尔文主义演化模型分析创新在企业种群层次被动的变异—选择—保留过程，并着重研究外部环境要素对创新演化过程的影响，忽视了企业的主动学习以及内部要素的影响。本研究在达尔文主义演化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拉马克主义的适应观，提出组织创新演化的适应性变异—选择—保留过程，并分析环境、组织和个体三个层次要素对创新演化所有阶段的影响。
2 理论框架

2.1 组织创新演化过程
组织创新演化的适应性变异—选择—保留过程是企业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有目的的变革过程。
（1）适应性变异阶段
变异是在战略、结构、制度或管理流程方面，任何背离惯例或传统的想法和行为。为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企业会通过适应性学习主动产生探索性或开发性变异。探索性变异需要新知识，是“革命性”、“破坏性”、“间断”或“突破性”的组织创新，与已有惯例明显偏离，如战略再定位、组织结构重构、管理流程再造或制度改革等。它更新颖，不确定性更高，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开发性变异依赖现有知识和经验，是对现有战略、制度、结构或管理流程的修正和完善，与已有惯例偏离较小。它们是鉴于现有惯例成功而提出的同质性变异，很可能为企业带来短期收益。企业受到现有惯例惰性的影响，在应对环境变化时，更容易产生开发性变异。但Campbell认为变异的关键特征是“盲目”地提高企业的适应能力[4]。缺乏盲目性会使企业青睐开发性变异，导致组织创新演化会偏离提高适应性的路径。虽然企业产生变异的频率越高，组织创新的机会越大，但与仅能产生开发性变异的企业相比，能产生探索性变异的企业适应能力更强。
（2）选择阶段
变异为选择提供了原材料，选择会区别性或选择性消除一些变异。变异是企业组织创新演化的驱动力，而选择有时会阻碍而不是促进创新演化。外部环境中政策、市场等条件的变化可能会影响企业绩效、外部合法性和资源获取，因此在企业组织创新演化过程中发挥着自然选择的作用。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屈从一些棘手的环境选择标准，否则几乎不会从环境获得任何支持[5]。在环境自然选择的作用下，通过选择适应性变异，企业组织创新沿着与环境匹配的路径演化。但变异的选择与外部环境变化是一种松散耦合关系，环境并不要求企业的“最佳适应”，在适当范围内，给定环境可能忍受不同的组织创新变异。变异的选择同样依赖企业内部力量的作用，企业组织层次和个体层次的要素是影响环境适应性的内部选择机制。选择是环境压力和企业内部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两种力量共同决定了企业组织创新是稳定在现有状态、选择异质性变异、还是选择同质性变异。
（3）保留阶段
保留保存和复制了选择的变异，使其在企业未来活动中不断重复出现，形成重复的、可识别的组织行为模式——新惯例[6]。保留是对选择变异的延续和保持，它促进了新知识在惯例中存储，并随着新惯例的复制将知识转移到整个企业。保留打破了变异和选择之间的自我强化环路，提高企业行为的稳定性。组织创新过度会造成信息过载和时间压缩的不经济性，在企业中产生混沌，危害绩效。只有当选择的变异成为企业惯例时，组织创新对绩效的影响才会体现出来。保留使企业能够从有益的惯例中获得价值，增加了企业在中短期运营中生存的可能性，尤其当环境变革缓慢时，选择变异的复制是企业持续存在的关键。但持续成功的复制惯例形成了稳定性和同质性的惰性压力[7]，导致企业倾向锁定现有组织创新演化轨道，保护传统的行为模式，缓冲任何未经授权的变异。随时间推移，企业在惯例惰性的作用下开始仅接受开发性组织创新变异，对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变化的适应能力逐渐降低，不断扩大的绩效差距增加了探索性变异产生的可能性。
2.2 组织创新演化过程的影响要素
根据前面的分析，企业组织创新演化过程是组织创新不断与内外部环境变化相匹配过程，环境、组织和个体三层次要素对创新演化过程都具有重要影响。
（1）环境层次要素
企业作为开放系统与外部环境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换，而组织创新是企业响应环境机会和限制的方式之一。外部环境是企业组织创新演化的首要刺激，对创新演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主要分析市场竞争和监管制度对组织创新演化过程的影响。
激烈的市场竞争会为企业带来高效率和低价格的压力[8]。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企业利润与冗余资源不断降低，运营风险不断提高。为了将被淘汰的威胁最小化，企业会积极寻找新的或更好的组织创新变异，合理选择并有效实施，如调整战略以满足市场的新需求或产生新的生态位，优化管理流程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客户响应等。鉴于上述分析，市场竞争对企业组织创新演化过程影响的假设如下。
H1：市场竞争正向影响组织创新演化过程的所有阶段。
监管制度是政府政策、法规和规则的集合[9]，它可能会限制企业进入的地域市场、追求的战略模式、采取的所有制结构等方面。监管制度一旦被确立就很难变化，企业需要适应它以获得合法性和所需的资源。同时企业可能大力追求那些没有被监管制度排除的收益和成长机会，并在战略、结构、制度和管理流程中实施任何需要的变革。鉴于上述分析，监管制度对企业组织创新演化过程影响的假设如下。
H2：监管制度正向影响组织创新演化过程的所有阶段。
（2）组织层次要素
与环境层次要素相比，组织层次要素对企业组织创新演化过程的影响更直接，更容易控制和改变。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分析了该层次要素对企业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的影响，但它们对组织创新演化过程三个阶段的影响没有验证。在组织层次，本研究主要分析规模、技术创新和组织文化对组织创新演化过程的影响。
规模对组织结构、制度和管理流程等方面的创新有较强烈的影响，是预测企业组织创新采纳的重要要素[10]。大型企业的内部关系更为复杂，权利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组织创新变异产生和选择的突破点。大型企业也拥有更多的宽松资源，更多的组织管理知识，以及专业和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开展组织创新活动。而小型企业经常被迫在资源投向方面做艰难的决策，并通常放弃组织创新，支持技术创新。鉴于上述分析，规模对企业组织创新演化过程影响的假设如下。
H3：规模正向影响组织创新演化过程的所有阶段。
技术创新是组织创新主要和相对自主的驱动力[11]。企业为了确保技术创新的有效实施，可能会对制度、结构和管理流程等方面进行调整或重设计。企业也可能通过引入战略、结构、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形成促进和强化技术创新产生或采纳的内部社会环境。企业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保持两类创新活动的一致性，是促进社会与技术系统联合优化，进而保障企业绩效提升的必要条件。鉴于上述分析，技术创新对企业组织创新演化过程影响的假设如下。
H4：技术创新正向影响组织创新演化过程的所有阶段。
组织文化设定了企业惯例和活动的基本框架，对成员创新想法和行为的影响有时甚至超过了正式的控制制度、程序和权威[12]。创新需要组织文化，但必须是具有异质性特征的创新文化，它拥有一个阐述清晰的、可实现的、有价值的共享前景，提高成员的自主权和积极性，支持他们自由偏离组织预期，跳出固有思维模式，挑战企业现有工作方式。鉴于上述分析，创新文化对企业组织创新演化过程影响的假设如下。
H5：创新文化正向影响组织创新演化过程的所有阶段。
（3）个体层次要素
高层管理者在企业组织创新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他们识别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实际或潜在的不一致，掌握企业主要资源并影响主要决策，控制企业组织创新演化过程。高层管理者的年龄、任期和创新态度都会影响组织创新演化过程。
较年轻的管理者通常会比年长的管理者产生或采纳更多的组织创新。他们的精力更加充沛，问题识别、解决方法寻找和创新决策的能力更强[13]；他们愿意尝试新事物，更容易接受新的组织创新想法和行为并承担创新的风险；他们的管理知识更接近现今发展，对企业盛行的规范、惯例、准则等组织条件的心理承诺较低，更容易为了改变现状发起变革。鉴于上述分析，高层管理者的年龄对企业组织创新演化过程影响的假设如下。
H6：高层管理者的年龄负向影响组织创新演化过程的所有阶段。
即使没有绩效降低或环境变革，高层管理者更替也会增加组织创新的可能性[14]。新上任的高层管理者会将新想法、能力和视角引入到企业中。他们对企业有效性有不同的理解，对前任构建的战略和决策没有承诺，并且通常在预期变革的氛围中开始工作。然而随着任期延长，高层管理者更愿意维持企业和所在职位已有的状态，支持更少的创新。但任期长的高层管理者的管理经验和权威能够促进选择的组织创新变异更快地整合到企业运营中，因此在组织创新演化的保留阶段具有一定的优势。鉴于上述分析，高层管理者的任期对企业组织创新演化过程影响的假设如下。
H7：高层管理者的任期负向影响组织创新演化过程的所有阶段，但对保留阶段的负向影响弱于其他两个阶段。
高层管理者对创新的赞成态度会在企业中营造出鼓励创新的氛围[15]，支持组织成员提出新想法，促进组织创新变异的产生。它也促进了变异的选择和保留，因为鼓励创新的高层管理者更可能选择偏离现有惯例的变异，并配置资源保留这些变异。与适应性变异和选择阶段相比，保留阶段需要在不同利益团体之间构建联盟，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和解决冲突，耗时更长并且参与者更多，因此高层管理者对这一阶段的影响力较低。鉴于上述分析，高层管理者的创新态度对企业组织创新演化过程影响的假设如下。
H8：高层管理者的创新态度正向影响组织创新演化过程的所有阶段，但对保留阶段的正向影响弱于其他两个阶段。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数据获取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来自《中国制造2025》中界定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中的企业在2011年-2015年的组织创新及影响要素情况，调查区域限定在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辽宁、吉林、四川、山东、河北、浙江以及深圳等省市。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数据，并通过电子邮件和纸质邮件的方式发放给540位高层管理者，并间隔15天对未回复的高层管理者再次发放问卷。最终一共回收调查问卷403份，其中有效问卷322份，有效回收率59.6%。
3.2 变量测度
根据前面的分析，本研究中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组织创新从战略、结构、管理流程或制度四个维度进行测度，创新演化过程的影响要素包括环境、组织和个体三个层次。在分析以往频繁使用的成熟题项[3, 16-17]的基础上，对就职于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并担任高层管理职务的16位高层管理者进行访谈，反复推敲、修正并最终确定调查问卷中题项，其中组织创新测度有19个题项，三层次影响要素测度共有14个题项。
本研究中有三个因变量，即组织创新的适应性变异、选择和保留。通过在2011年至2015年间，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在组织创新四个维度中提出（适应性变异）、决策（选择）或执行（保留）的创新总数占创新题项总数的比例分别对因变量进行测度，如公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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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1，X2和X3分别表示组织创新的适应性变异、选择和保留的测度值；xij为Xi在创新测度题项j的取值，xij=0表示企业在该题项没有提出（适应性变异）、决策（选择）或执行（保留）的组织创新，而xij=1则表示企业在该题项提出（适应性变异）、决策（选择）或执行（保留）的组织创新；19是组织创新测度题项总数。
组织创新演化过程的环境、组织和个体层次的影响要素为自变量，其中市场竞争、监管制度、技术创新、创新文化以及高层管理者的创新态度等5个题项采用Likert五点量表法（1-5分）进行测度，并对每一个要素的测度题项的结果加和后进行归一化，得到每个自变量的测度值。
3.3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运用SPSS 22.0对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组织创新演化过程及影响要素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在组织创新演化过程三个阶段和影响要素三个层次的Cronbach’s α系数均达到0.7以上，而整个问卷的Cronbach’s α为0.832，因此调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运用Amos 17.0对调查问卷进行效度检验，得到各项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6，且均在0.05水平上显著，说明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
4 结果分析
本研究运用SPSS 22.0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将环境、组织和个体层次要素逐步引入回归模型中，得到逐步回归分析如表2所示。运用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所有模型中要素的VIF都在1.064-1.810之间，低于阈值1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variable
	mean
	s.d.
	Pearson correlatio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市场竞争
	0.760
	0.121
	1
	
	
	
	
	
	
	
	
	
	

	2.监管制度
	0.761
	0.101
	0.324*
	1
	
	
	
	
	
	
	
	
	

	3.规模
	0.663
	0.107
	0.479*
	0.513*
	1
	
	
	
	
	
	
	
	

	4.技术创新
	0.793
	0.087
	0.686**
	0.655*
	0.690**
	1
	
	
	
	
	
	
	

	5.创新文化
	0.636
	0.116
	0.582*
	0.438*
	0.542*
	0.669*
	1
	
	
	
	
	
	

	6.年龄
	0.668
	0.136
	0.256
	0.337
	0.339
	-0.357
	0.245
	1
	
	
	
	
	

	7.任期
	0.696
	0.107
	0.298
	0.365
	0.343
	-0.588*
	0.393
	-0.448*
	1
	
	
	
	

	8.创新态度
	0.790
	0.092
	0.453*
	0.505*
	0.569*
	0.662**
	0.537*
	-0.372
	-0.424*
	1
	
	
	

	9.变异
	0.781
	0.095
	0.675**
	0.711**
	0.705**
	0.732**
	0.637*
	-0.391
	-0.699**
	0.716**
	1
	
	

	10.选择
	0.758
	0.063
	0.656**
	0.694**
	0.668*
	0.735**
	0.542*
	-0.364
	-0.654**
	0.715**
	0.885**
	1
	

	11.保留
	0.723
	0.073
	0.617*
	0.690**
	0.690**
	0.708**
	0.648*
	-0.384
	-0.630*
	0.706**
	0.816**
	0.844**
	1


注：①*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②**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2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Model 1

X1
	Model 2
X2
	Model 3
X3
	Model 4
X1
	Model 5
X2
	Model 6
X3
	Model 7
X1
	Model 8
X2
	Model 9
X3

	市场竞争
	0.102*
	0.118*
	0.137**
	0.089*
	0.092*
	0.098*
	0.088*
	0.083*
	0.072*

	监管制度
	0.205**
	0.200**
	0.191**
	0.131**
	0.124**
	0.111*
	0.113**
	0.105**
	0.096*

	规模
	
	
	
	0.129**
	0.108**
	0.112*
	0.111**
	0.099**
	0.107*

	技术创新
	
	
	
	0.153**
	0.161**
	0.141**
	0.126**
	0.132**
	0.115**

	创新文化
	
	
	
	0.073*
	0.082*
	0.066*
	0.065*
	0.061*
	0.071*

	年龄
	
	
	
	
	
	
	-0.028
	-0.015
	-0.022

	任期
	
	
	
	
	
	
	-0.106**
	-0.084**
	-0.041**

	创新态度
	
	
	
	
	
	
	0.222**
	0.228**
	0.170**

	调整后R2
	0.093**
	0.113**
	0.082**
	0.188**
	0.219**
	0.167**
	0.240**
	0.251**
	0.203**

	F
	15.264
	15.772
	14.083
	18.177
	19.399
	16.916
	21.699
	23.380
	18.295


根据表2的结果，在模型1-3中仅包含市场竞争和监管制度两个环境层次变量，它们的回归系数都是统计显著的，表明环境层次变量影响组织创新演化的适应性变异、选择和保留三个阶段。在模型4-6中引入了规模、技术创新和创新文化三个组织层次变量，环境和组织层次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是统计显著的，调整后R2变化显著，且在0.05水平上显著，表明这两个层次要素均对组织创新演化过程产生影响，并且包含组织层次变量的模型解释能力显著增强。个体层次变量最后被引入模型7-9中，除了高层管理者年龄，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是统计显著的，并且调整后R2变化较大，表明个体层次变量中高层管理者任期和创新态度对组织创新演化过程有较强烈影响。
表2中模型7-9的结果基本上验证了本研究对于环境、组织和个人三层次要素对组织创新演化过程影响的假设。
（1）环境层次要素
本研究假设市场竞争（H1）和监管制度（H2）正向影响组织创新过程的所有阶段，表2中模型7-9的结果支持了这两个假设。
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积极产生、合理选择并有效保留组织创新变异。在2011年至2015年，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产品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低端产品需求量呈现较大幅度下降，并且随着国外竞争者转战国内市场以及国内新进入行业的企业不断增多，行业整体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大多数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重新定位了战略方向，调整了组织结构，完善了制度并优化了管理流程。
监管制度的变化会促进或限制企业现有的一些行为，进而推动组织创新的适应性变异—选择—保留过程。在“十二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引发了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产品重点发展领域、质量和品牌管理、所有制结构等方面的组织创新。在表2中，监管制度与组织创新三阶段的回归系数均高于市场竞争。因为高端装备制造业对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在该行业中，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的比重较大，所以监管制度对企业组织创新演化过程的影响更为显著。
（2）组织层次要素
本研究假设规模（H3）、技术创新（H4）和创新文化（H5）正向影响组织创新过程的所有阶段，在表2中模型7-9的结果支持了这三个假设。
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18]，本研究发现规模对企业组织创新具有重要影响。高端装备尤其是高端大型装备是由众多零部件形成单机、子系统、分系统，最终构成整体装备。基于一项高端装备产品，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之间会形成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合作网络，而大型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通常在合作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因此，与小型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相比，大型企业的内部组织和外部关系都更为复杂，开展组织创新活动的可能性更高。
技术创新显著影响组织创新演化过程（p<0.01），并且对三个阶段的回归系数均高于组织层次的其他要素。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对技术的依赖远远超过其它装备制造企业。通过产生或采纳更多的技术创新，企业向市场提供更多更先进的高端装备，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但技术创新的成功需要组织创新的支持与协调，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重视以技术创新为中心，重新配置与其相辅的组织创新。
虽然创新文化影响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组织创新演化过程，但是对三个阶段的回归系数明显低于组织层次的其他要素。一方面，创新文化是无形的思想和意识，对组织创新演化的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另一方面，尽管大多数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都将创新引入到企业文化核心中，但根据表1中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企业创新文化的建设程度较低，缺乏对创新文化的清晰阐述以及共享远景的提出，导致创新文化对企业成员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有限。
（3）个体层次要素
本研究假设高层管理者年龄（H6）负向影响组织创新过程的所有阶段，但表2中模型7-9中的结果显示年龄对组织创新演化过程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因此不支持H6。先前也有研究提出高层管理者年龄对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19]，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一致。在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年龄对组织创新演化过程的负向影响不显著，并且根据表1相关分析的结果，除了任期，年龄与其他影响要素的相关性也不显著。
正如我们的假设，高层管理者的任期负向影响组织创新演化的所有阶段。同时，在表2中模型7-9的结果显示任期对组织创新变异和选择阶段的回归系数低于保留阶段，即任期对保留阶段的负向影响弱于其他两个阶段，因此H7得到验证。在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中，新高层管理者的继任通常增加了企业组织创新的可能性，尤其是促进了异质性变异的产生、选择和保留，同时在“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预期变革氛围中，企业成员也更容易接受创新。
根据表2中模型7-9的结果，创新态度对组织创新演化的三个阶段的归回系数均为正，同时它对变异和选择两阶段的回归系数高于保留阶段，因此H8得到验证。创新态度对组织创新演化的影响不但超过了其他个体要素，甚至超过了环境和组织层次的要素。在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在企业整体运营和决策过程中拥有高度的权威，他们对创新的积极态度会创造和维持鼓励创新的氛围，促进组织创新演化的适应性变异、选择和保留过程。
5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两个方面结论：第一，综合组织生态学理论的达尔文主义的演化模型和拉马克主义的适应观，将企业组织创新演化过程划分为适应性变异—选择—保留三个阶段，为进一步研究组织创新演化过程提供了一个框架；第二，分析并验证了环境、组织和个人三层次要素对企业组织创新演化过程所有阶段的影响。虽然环境和组织层次要素对创新演化三个阶段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别，但是均为正向显著影响。在个体层次，高层管理者年龄对创新演化的影响并不显，而高层管理者任期和创新态度两个要素虽然对创新演化三个阶段影响显著，但影响的方向和强度不同。
基于上述结论，为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有效管理组织创新演化过程提出以下管理建议。首先，企业在组织创新管理过程中，应综合考虑环境、组织和个体三层次要素对创新演化过程不同阶段影响方向和强度的差异，有针对性地设计创新管理策略；其次，高层管理者年龄对组织创新演化过程三个阶段的负向影响不显著，它对组织创新的影响可能被夸大了。因此企业没有必要回避任命较年长管理者管理整个组织创新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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